
 

中西方传统经济思想特点的比较

马     涛         李     卫

摘    要    中西方传统经济思想由于面临的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形态不同，导致中西方传统经济思想的特点

不同。具体而言，中国古代内陆的地理环境和农耕文明的自然经济形态，导致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从治国平

天下的目标出发来研究经济管理，是中国特有的大一统国家政权和小农经济条件下的产物，特点表现为强调

国家本位，抑兼并，国家干预经济占据经济政策的主导地位，经济思想带有浓厚的伦理文化的属性。古希腊

海洋文明的地理环境和商业文明的活跃，导致古希腊走上了城邦制分权社会，经济思想的特点是强调庄园本

位，维护私有产权制度是关注的重点，从追求财富到研究分工、交换和价值实现为核心，经济思想带有浓厚

的宗教文化属性。中西方传统经济思想的特点对之后中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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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就国内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而言，有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欧洲传统经济思想进行比较的研究成

果，代表性的论著有胡寄窗《从世界范围考察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唐任伍《中外经

济思想比较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巫宝三教授《中西古代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绪论》《谈谈研究中国早期

经济思想的意义、现状和前景》和叶世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特点》等。《从世界范围考察十七世纪以

前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是针对西方学者“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东西可以与西方国家中世纪僧侣

们所做出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的论断提出挑战，作者从《周礼》中所反映的市场管理原则、

 《礼记·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先秦的国家货币流通基金制度、《管子》的侈靡的消费观、先秦时代的货

币数量说等若干方面，科学系统地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做出比较，论证了中国古代经

济思想的成就以及对世界经济思想的贡献。《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是对中国与西方经济思想进行专题

性比较的研究论著，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各派经济思想和各时代经济思想的比较，也涉及部分中西方经济思

想的比较；时间跨度既涉及古希腊，也涉及西方近现代；研究内容有经济思想，也有管理思想。巫宝三的

 《中西古代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绪论》提出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的社会发展具有四个方面的共同点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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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点。①《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特点》一文提出中国古代社会有着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点，也有反映中国

古代社会特点的独特的经济思想。作者将这些特点概括为四个方面：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以自然经

济结构为模式；以国家调节经济为理想；以解决财政问题为重点。巫宝三教授和叶世昌教授的上述比较研

究性结论，对本文的研究有所启发，本文可视作上述研究结论的进一步深化。

二、国家本位与家庭本位

 “本位”是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和制定经济政策的立足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流具有明显的国家本

位特点，这与西方以家庭本位有所不同。所谓国家本位，是指分析经济问题多从国家的立场出发，关注国

家的利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家的思想的中心点都是密切联系思考如何治理国家的。国家本位的这一特

点，也决定了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大多考虑的是宏观问题。西方现代经济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经济

思想的这一国家本位特点延续长达二三千年之久，历史影响至今仍在。

中华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中华民族自形成之日起就面临一个治黄的挑战。正是在黄河治理的基础

上，中华文明诞生了最早的国家形态−夏王朝。夏商周三代，延续的都是一个有利于治水的大一统的政

治格局。经过短暂的春秋战国的分裂动荡，秦始皇统一中国，改西周分封制为郡县制，进一步强化了中央

集权的政治体制，建立了完善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大一统帝国统治的基础是小农经济和建立在小农

经济基础上的宗法血缘关系。大一统帝国的体制既有利于治黄水利工程的实施，也有利于克服小农经济的

分散性而把财富集中起来，从而创造相对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以造就都市经济的繁荣。大一统、强有力的中

央集权国家的存在也是以小农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文明所产生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就是在

这个大一统国家的背景下孕育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所谓的“经济”含义就是经邦济世（或经世济民），

讨论的就是治理大一统国家需要解决的诸多经济政策问题，诸如农工商之间的关系、国家的财税和土地等

问题，这就与西方早期经济思想讨论的多是诸如个人家庭如何处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微观问题明

显不同。纵观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历代思想家们集中讨论的课题主要是土地、货币和财政，这三大问题

讨论的出发点都是围绕实现治国平天下这一本位目标进行的。

土地问题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讨论最多的，土地兼并造成与国家利益相悖的大土地所有者，进而

会危及国家政权的稳固，所以中国古代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往往是围绕如何抑制土地兼并展开的。中国古

代对于货币的起源、职能等问题的讨论也往往围绕着治国平天下这一目标展开。如《管子》明确强调货币

的职能是为了让统治者“操谷币金衡，以定天下”。（《管子·山至数》）历代王朝关于货币发行权、货

币价值的轻重乃至货币形式等种种问题的讨论也几乎都是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经济危机。大一统的中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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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个共同点表现为：（1）中西方都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2）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都早已产生；（3）政权

都操于土地贵族；（4）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罗马都创造了有各自特点的灿烂文化。不同则表现在：（1）土地关系上古希腊、罗马是土地

私有，直接生产者是奴隶，全部产品为土地所有者占有；古代中国直接生产者既要在公田上做无偿劳动，又要在授予的份地上劳动，公田

产品归公侯，份地产品归劳动者。后经过“初税亩”等一系列改革，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封建租佃关系逐渐形成，剥削关系从劳务地租

向实物地租转化；（2）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古希腊、罗马较中国古代发达；（3）古希腊通过梭伦改革，在政权构成上所有公民都享有政

治权力。罗马帝国通过改革传统的血缘关系为财产关系所取代，后随着新兴的骑士阶层的兴起，富有的工商阶层得以参政。中国古代则是

宗法制与土地所有制相结合，形成了政治上的绝对君权和官僚制度，经济上的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和官营工商业。在上述比较分析中

西方社会经济发展异同的基础上，巫宝三教授进一步对两者经济思想的异同进行了比较，提出：（1）在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罗马学科都尚

未分立，思想家往往既是哲学、政治思想家，也是经济思想家，经济思想都是从哲学、政治思想中派生出来的，但因东西方哲学观念的不

同，从中引出的具体经济问题和主张则不同；（2）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但古希腊、罗马思想家所主张

的重农指的是重视管理好奴隶主大庄园的生产，中国古代所主张的重农是指以国家为主体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即提出国家应采取什么

样的政策来鼓励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3）商品交换、货币、市场、价格等在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罗马都已

存在，但两者发达的程度和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有所不同，因而反映在思想家的交换思想也有所不同。如，古希腊的重农轻商思想主要是

为奴隶制自然经济做辩护，并未形成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未成为国家的法定政策。在古代中国则不同，“重农抑商”的思想和政策对整

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谈谈研究中国早期经济思想的意义、现状和前景》一文提出了中西方早期经济思想的不同特点主要

表现在古希腊、罗马思想家们论述的农业经济是奴隶经济，中国早期经济思想没有关于奴隶劳动的论述；古希腊、罗马思想家论述农业的

主要内容是关于农业经营和对于奴隶的管理，中国古代思想家重视农业生产的论述主要是旨在加强封建国家的经济实力；古希腊、罗马思

想家虽有轻视工商业的论述，但并未成为实际政策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而在古代中国从商鞅开始“抑商”已成为封建国家的一

项重要政策，对工商业的发展有很大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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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丰富的财政思想的政治制度基础，也是财政体系形成的制度保证。统治中央集权的

大国必须有庞大的统治机构、众多的官吏和足够的军队，自然需要庞大的财政开支。财政是国家机构的经

济基础，财政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巩固。解决好财政问题对中国这个大一统国家意义重大，

自然就成为中国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关注、讨论的重点。秦汉以后的思想家们对于如何实施专卖、赋税征

收等财政问题的讨论十分丰富。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诸如西汉的盐铁会议、唐代两税法改革以及宋元

明清发生的关于货币问题的朝野争论，都是围绕财政经济问题的。当然，对如何解决好国家的财政（也即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家所说的“理财”），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有着不同的认识，如王安石等人把“理财”

简单地理解为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叶适等人则把“理财”理解为增加社会财富的生产和价值创造。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形成的以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经济观念，出发点是维护大一统的国家政治秩序，

因此强调经济活动必须是在维护现存国家政治秩序下进行，强调必须用政治手段和伦理规范来引导经济活

动，以避免危及政治秩序。大一统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小农自然经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重农抑商”

观念就反映了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和对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维护。春秋时期管仲把人们的职业分成士

农工商，也就是“四民”，强调经济发展必须使一个国家的农业人口占较大比重，商人的比重不能占比过

高，就反映了这一农业自然经济的社会特点。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农业是解决人们生存的

基本保障，又是富国强兵的基础。农业发展不好，人们的吃饭出了问题，社会就会不稳定，国家政权也就

不能稳固。因此，重农自然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个特点。不论先秦还是秦汉以后，不论是儒家学者

还是其他学派的学者，都把重农放在经济发展中的首位。从战国中期开始，在法家学派的经济思想中出现

了“抑商”的观念。他们认为私人工商业的收入较高，如果不加以抑制，弃农经商的人就会增多，必然会

影响到农业的生产，商品经济的发展还会瓦解传统的自然经济基础，危及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国家统治。秦

汉之后，“重农抑商”（抑私商）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主流，直至宋代。随着江浙地区商

品经济的发展，才出现了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功利学派为改变商人社会政治地位呐喊的呼声。明中期后

的思想家延续了浙东功利学派的这一观念，黄宗羲进一步提出了“工商为本”的口号，反映出这一时期商

业经济形态的变化和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

古希腊的商业文明形成于公元前 800−公元前 500 年的时间里，也称作希腊的“古风时代”，它相当

于中国先秦的春秋时期（公元前 771 年−公元前 403 年）。在之后的古典时代（公元前 500 年−公元前

336 年），古希腊的商业文明和民主政治都达到了繁荣的高潮时代。古希腊的地理特点是促成古希腊商业

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古希腊地区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地理环境地处地中海东部，地理范围包括希腊

半岛、爱琴海诸岛、爱奥尼亚群岛和小亚西亚半岛西岸地区，这里没有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由

于希腊地处巴尔干半岛最南端，三面环海，山多地少，大都是贫瘠无用之地，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

高，而且还把农业地区分隔成了互不相连的小块区域，这样的地理环境自然限制了雅典农业的发展。由于

临海和多山，导致海上的舟楫交通相对发达。古希腊人生活在彼此隔离的村落中，这些村落通常坐落在易

于防卫的高地附近，高地上既可设立供奉诸神的庙宇，又可作为遭遇危险的避难所，这些居留地后来发展

成为“城邦”。到了公元 5 世纪，包括黑海在内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环布繁盛的希腊殖民地，成为与母邦一

样的海外城邦。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希腊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是古希腊商业文

明能够达到鼎盛的重要经济基础。因为商业贸易的发展，希腊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商业中心，如雅典、米利

都和科林斯等都是当时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雅典城市的外港庇里尤斯港一直是对外贸易的中心。

这一地理和经济形态的特点使得西方传统思想家谈论经济问题往往呈现出一种以家庭（或庄园）为本

位的特点，多从家庭角度谈论经济问题。如古希腊的商业文明使得西方传统的经济思想从开始就呈现出一

种以奴隶主私人经济为本位的特点，考察的重点是如何增值奴隶主家庭的财富。在古希腊，经济学就被视

作是奴隶主的家政经济学。作为奴隶主经济的代言人，他们的着眼点是如何通过经营管理来增加奴隶主的

财富收入。在古希腊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使用奴隶进行生产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也产生了最早的一门叫做

oikovouia 的学问，即家庭管理学或译经济学，这也是英语中 Economy 的来源。在古希腊的这门学问中，研

究探讨的核心是什么是财富，以及怎样才能获取财富，以及从这一观念来认识分析经济现象并做出判断。

如从色诺芬到亚里士多德，讨论的都是定义什么是财富以及如何去增值财富。色诺芬就详细讨论过财富的

中西方传统经济思想特点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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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强调财富主要来源于农业和商业。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中把“家政管理”作为他政治学

的组成部分，比色诺芬更加精确地规定了“家政管理”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他认为“家政管理”包括两个

内容，一是研究家庭成员中的“主与奴，夫与妻，双亲与子女”的关系，二是研究“生财之道”。亚里士

多德把生财之道分成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管理的一部分，即通过收集生活所需要的自然产品，如放牧、

狩猎和耕种，它来源于大自然的赐予，是一种人们凭借天赋的能力以觅取生活的必需品的自然方式，通过

这种方式积累起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功能是满足生活的必需；另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

求货币增殖，反映了人们对货币财富的欲望。

在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下，城邦很小，国家不需要庞大的常备军，也不需要类似中国那样从中央到地方

庞大的各级行政官吏，国家的财政职能也就被大大弱化了。这导致在西方不可能产生类似古代中国那样成

熟的国家财政和赋税的政策思想。在古希腊的经济学说中，几乎找不到类似中国古代那样较完整的国家财

政的政策思想就是例证。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的设计中虽然也提到农业应该成为理想国的经济基础，

国家应该从农业获得收入，但并没有从国家财政的立场上展开论述。在其他思想家的著作中，相关的论述

也往往非常少见。①到了西方的中世纪时期，在封建领主制经济的形态下同样是如此。

三、抑兼并与重私有产权

诞生在黄河流域的中华民族其文明从一开始就与农业发生着不可分隔的紧密联系，华北中原地区发现

的磁山文化和仰韶文化都证明中国远古的先民一踏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就和农业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古

代中国，农业一直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所以土地所有权不论是在奴隶社会还

是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中都构成了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以来关于土地问题的思考、

学说异常丰富，两千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讨论的重点。

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分土地国有、地主土地所有和自耕农土地所有三种基本形式。西周时期，是以农

村公社为基础的国有土地所有制，《诗经·小雅·北山》描述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这一历史时

期土地制度的真实写照。在这一土地国有制下，既无土地的自由买卖，也无所谓土地兼并现象的发生。春

秋战国以后，地主土地所有制占居了支配地位。这一转型开始于春秋中叶的商鞅变法，它打破了西周以来

 “田里不鬻”的传统，实现了土地的自由买卖，中国封建社会也从封建领主经济开始向地主经济形态的转

变。战国之后，土地的自由买卖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土地所有制最基本的特点，也是随后出现土地兼

并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周期性特点。大地主进行土地兼并

不仅使大批自耕农丧失土地，沦为佃户和流民，而且也损害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在古代中国，由于大地主

和大官僚合一，他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把本身应该承担的赋税和徭役转嫁到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的身

上②。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破产的自耕农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走向破产的过程中自耕农不断沦为

佃农或雇农，也必然会导致国家赋税的缩减，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由于地产权的频繁变动导致的社会

经济的经常性破坏和政治间歇式动荡，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现象③，土地制度自然也成了历代思想

家关注的重点。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为了解决因土地兼并所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先后提出了很多的方

案，主要有井田、限田和均田。汉儒董仲舒是第一个看到因土地自由买卖而导致兼并的思想家，他认为土

地的兼并是造成社会上贫富悬殊的原因之一，提出了限田论主张。自董仲舒提出限田主张后，限田及类似

的主张成为以后各封建王朝重要的土地思想或政策，历代都不断有人提出。董仲舒后，西汉末王莽进行了

王田制改革，在经济思想史上颇有影响。王莽认为，西汉中晚期以来社会矛盾的加剧和冲突的症结就是土

地兼并造成的贫富分化，消除土地兼并的唯一办法就是废除土地私有制，对土地实行国有化政策，由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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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忠民：《古代中西方经济政策思想历史导向之比较》，《社会科学》1994 年第 2 期。

②明人范景文曾对这一情况有生动描述，他说：“所佥实非真大户，何也？大户之钱能通神，力能使鬼，不难幸免；而兔脱雉罹，大半中人

耳。中人之产，气脉几何？役一著肩，家便立倾。一家倾而一家继，一家继而一家又倾，辗转数年，邑无完家矣。”（《明臣奏议》卷

39：范景文：《革大户行召募疏》）。

③宋人董煟曾论及土地兼并给社会带来的动荡说：“自田制坏而兼并之法行，贫民下户极多，而中产之家，赈贷之所不及。一遇水旱，狼狈

无策，只有流离饿莩耳。”（董煟：《救荒活民书》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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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田给无田地的农户，禁止私人进行买卖。王莽的土地国有化政策因严重脱离了封建社会的客观现实，实

施不久即告失败。西晋占田制是王莽之后封建政权和思想家们企图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的又一次重要的尝

试。占田制的土地改革方案一方面对贵族和官僚占田的数量以及世族荫附的劳动力人数进行限制，一方面

对一般人民实行占田课田①。这些土地分配方案，都有阻止土地兼并的限田要求，贡献在于把西汉以来的

思想家要求解决土地兼并矛盾的呼声具体体现为法令的规定，是对西汉以来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思想和方案

的综合发展。北朝时期的李安世提出均田思想也有代表性，其特点是将土地分配与封建租税结合起来，既

有授田规定，也有还田的方案，明确分得土地即须负担租税，还田即免租税。均田制把租税的缴纳与土地

的还授相结合，确定了土地的使用者和国家之间的依附关系，不仅解决了土地的兼并问题，还解决了封建

国家的财政赋税问题。从宋代开始，由于宋初推行“不抑兼并”政策，宋中期以后土地兼并现象又开始泛

滥，土地问题再次引起思想家们的普遍关注，但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没有超出之前复井田、限田和均田的范

围。明代丘濬的“配丁田法”是对历代限田主张的总结和发展，他利用加大财税负担作为缓和土地兼并的

手段是有新意的创见。和丘濬一样，王夫之也主张在租税制度上采取措施，如按土地自种或佃耕实施有差

别的征课来抑制土地的兼并。总之，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来抑制土地兼并一

直占据着土地政策的主导地位。

西欧则不同。西方中世纪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是封建庄园制的领主经济，以严格的等级制度与

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贵族领主阶级内部各等级之间存在着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这种领主制度下，财

富拥有的多少与其政治地位一致，低级领主必须对高级领主承担一定的义务。政治上等级制度稳固了地产

权，地产权的稳固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等级制度，两者相互作用。同时，西欧实行的长子继承制也有助

于减少土地的流转。这导致西欧中世纪虽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土地买卖现象，但没有形成规律，更没有对

整个封建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西欧中世纪社会存在的土地买卖其性质也和古代中国不同，没有造成土

地的集中，土地兼并的对象是在领主和教会之间。西欧中世纪，教会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之一，教会为取

得领主的保护也往往把其地产分给贵族。封建贵族的土地在西欧中世纪还出现了愈来愈分散的趋向。造成

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封建主领有土地的义务是率领一定数目的骑兵为国王服军

役，领主为了得到足够数目的骑士就需要把自己的土地转封给骑士。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封建主的权力不

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数决定的，后者又取决于自耕农的人数。这也是中西方封建制

时期经济形态不同的主要区别。

在领主经济制度下，因与古代中国土地制度和经济形态不同，没有出现因土地产权的频繁变动引发的

周期性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思想家关注讨论更多的是私有土地产权的保护问题。如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

以至中世纪的神学家阿奎那，都对保护土地私有权进行过很好的分析。亚里士多德捍卫土地的私有财产，

他强调土地私有比公有更具有生产力。当一个人致力于自己的财产时会产生最大的兴趣和关注。亚里士多

德认为商业贸易的经济体必然要求以产权清晰的私有产权制度为支撑。他支持一个允许经济激励发挥较大

作用的私有制经济。亚里士多德捍卫一切阶级的私有财产，强调私有财产比公有财产具有更高的生产力，

这是因为众人拥有的财产很少受到精心照料，人们倾向于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当一个人致力于自己的财

富时才会产生行动的兴趣和动力。他认为私有制起源于个人的本性，即起源于人对自己的天赋之爱②。他

分析产权的模糊必然会导致大家对公共事务的漠不关心，如果没有了私人财产，人们也就没有机会表现出

这种能增进人们之间的尊敬友爱的美德。亚里士多德同时强调财产私有还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公民道德水

平的提高，这是因为如果产权不清，一些人在分配中如果不均，有些人多劳而少得，势必对少劳而多得者

中西方传统经济思想特点的比较

 

①课田是占田中应以课税的形式缴纳地租的土地。占田制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

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晋书·食货志》）方案中的男子占田七十亩、女子占田三十亩是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不一定是实际授田

的数量。

②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一旦认为某一事物为他自己所有，他就会得到无比的快乐；因为自爱出自于天性，而非徒劳的情感，尽管自私应当

受到责难。但自私并非是真正的自爱，而是爱得超过了应当的限度，就像贪财者对金钱的喜爱一样；可以说，所有人都喜爱这一类东

西。”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颜一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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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不平之鸣。人们生活在一起，共同享有事物时必然会引起困难。相反，在私有制中这些问题可以得到

避免。在古罗马，西塞罗在经济思想上的重要贡献是强调建立国家的基础“正义”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在

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国家具有保护土地私有财产的职能。他强调维护私有制，认为国家的正义就是以保

护私有财产为主要内容的，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建立国家和政府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

他给国家的定义是“共和国是人民的财产”，人们对国家的要求是希望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他给人民的

定义是：人民“是一个许多人在共同法律下组成的联合体，并且这个联合体是为公众利益组成的。……它

如此组成以便享有共同的利益”。西塞罗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对古希腊自然法学说的介绍。

按照西塞罗的自然法观点，所有的人在财产上都是平等的。正是基于这一对私有产权肯定的观念，他对当

时罗马出现的“取消债务”运动表示了反对，认为不尊重个人的财产权将会产生社会的混乱，也不公正。

他强调自由的个人与自然的秩序，这是西塞罗自然法思想对经济学观念的贡献。马歇尔就这一观念对经济

制度的深刻影响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我们现在的经济制度中许多好的和坏的方面都可以间接地从罗马特

别是斯多葛派的影响中得到说明。一方面个人在处理自己事务方面的放任自由，另一方面不容许在法律体

系所确立的权利的掩护下有任何一点粗暴，而这是确定不移的，因为它的主要原则是公平合理的。”①熊

彼特也给西塞罗自然法思想以高度的评价：“自然法这一理想包含有这样一个发现，即社会状况方面的事实−
在最有利的情形之下唯一地−决定了事情发生的某种先后次序，即逻辑上一致的过程或状态，或者说，

如果不干扰社会状态方面的事实，让它们自由发展，它们就会决定事情发生的某种先后次序。这是用现代

术语表达自然法概念。”②

四、轻重论与增值论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本位特性决定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关注的重点是国家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鼓励

经济放任还是统制经济的争论构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条核心主线。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就形成了放任论与轻重论两大思想体系，西汉后进一步发展成型，贯穿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始终。在这

两大思想体系之中，与国家本位特点相应，轻重论的国家统制主义一直居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流支配

地位。中国古代关心经济问题的思想家，除孔子、孟子和司马迁这些民间学者的代表性人物之外，在朝执

政者都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把国家干预作为基本的经济政策。

先秦时期的孔子和孟子都是放任主义经济政策的提倡者。孔子心目中的经济社会是一种自由竞争经

济。在这一自由竞争的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降到最低，创造条件去鼓励人民从事财富的生产。政

府的职能缩小了，机构也就不必庞大，所以他主张“薄税敛”。孔子提出发展经济的原则是“惠而不

费”，即鼓励老百姓去从事能够满足他们物质利益的经济活动，政府却又没有为此而花费什么成本（“因

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孟子也把经济的发展看作是私人的事情，主

张采取鼓励民间经济发展的“富民”政策，保护其“恒产”。儒家的代表性人物虽因生活的时代特点有所

不同，在经济思想方面也有所变化，但在倡导经济放任和富民思想上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汉儒司马迁的

善因论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自由放任论的一面旗帜。司马迁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集中表现在他的“善

者因之”（《史记·货殖列传》）的政策主张上。“善者因之”强调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是听任私人进行

生产，在“不害于政，不妨百姓”的前提下鼓励他们“取与以时而息财富”（《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的“善因论”有其人性论的基础，他论证说人们为了求利，就会竭尽全力从事买卖交易的经济活

动，货物的价格就也会有规律的由贱变贵，又由贵变贱，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从经济活动中去谋利，社会

的经济也就会自然地运转起来。基于这一“善因论”的理论，他对汉初的“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政策

表示赞成，认为这能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史记·货殖列传》）。

同时反对汉武帝即位后实行的剥夺民营工商业的政策，认为这一政策导致汉初繁荣的经济很快衰落几近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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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朱志泰、陈良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年，第 381 页。

②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 1 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年，第 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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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的边缘：“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史记·平准书》）①但孔子

和司马迁所主张的这一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上不占支配地位。

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是强调国家干预调节经济的轻重论。调节的方法主要有三

种：一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来干预经济；二是用政策来影响人们的经济活动；三是国家直接经营工

商业，通过商品货币关系来调节经济。②以管仲为代表的秦晋法家提出了轻重论，全面论述了国家干预调

控经济活动的方法。他们认为，由于人们的求利活动导致了社会财富贫富的悬殊，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

国家政权的巩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

也。”（《管子·国蓄》）轻重论把经济发展中产生的富商大贾看作一种对国家不利的有害的势力，主张

国家直接经营工商业，调控经济，抑制富商大贾的经济活动。轻重论的内容讨论的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原

理，核心是价格理论和调控经济的政策措施，如国家运用行政手段来垄断市场，左右物价；国家对重要自

然资源如矿山要进行垄断，实行“官山海”（即国家垄断）和部分专营制度，调控物品的轻重，增加国家

的收入；国家还必须采取行政手段即“借于号令”（《国策》）和立法等手段加强对商品流通的控制，即

所谓“官国轨”“通于轨数”。这里的“国轨”是指国家通过调研而形成的干预计划，将国家的经济管理

纳入有序的轨道。通过这些“轻重之术”就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可以实现控制经济的目标。桑弘

羊可以看作是运用轻重论调控经济的典范。③轻重理论在中国古代产生有深远的影响，历代统治者都断断

续续地不同程度地继承着轻重论的理论和政策，轻重论也成为历代理财家所利用的理论武器。轻重论的主

张者，都有增加国家财政的目的。

在西方以家庭为本位的经济思想中，则是把什么是财富以及怎样去获取财富作为其经济思想关注的主

线与核心。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经济思想的代表性人物，号称希腊三杰。三人都有丰

富的财富思想，都探讨过诸如货币、价值和商品交换与分工等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甚至“现代经济学的下

面一些成分来源于希腊的思想：享乐主义计算、主观价值、递减的边际效用、效率和资源配置”。④这其

中，又以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最有成就。

财富的增值离不开商品的交换与贸易。亚里士多德讨论了商品的交换和贸易，他认为，通过交换双方

当事人的境况会变得更好。亚里士多德把交换看作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强调交换是维持生活的必备条件。

他提出，自然财富和非自然财富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有限的，后者是无限的，其理论贡献是在经济思想

史上第一次指出了有限和无限这两种经济形式的运动特征：一是依靠大自然的赐予以获得生活必需品（使

用价值）为目的的自然经济；二是依靠经验和技术以获得价值增值为目的的商品经济。亚里士多德在这里

用否定的笔调描述的其实正是人类经济史的发展逻辑：自然经济必然要向商品经济转变，从以使用价值为

目的的小商品经济必然要向以价值增值为目的的大商品经济的转变。在如何获取财富的方法上，亚里士多

德论述了正确的预期和“垄断”是“生财之道”的有效的方法。

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家在讨论财富“增值”的过程时还讨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亚里士多德

明确提出，所有的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是物本身所具有的能满足人的自然需要的作用，一是可以用

来交换其他物品和货币的作用。就像一双鞋，你可以用来穿，也可以用来交易。其他一切财物的情况也都

是如此，可以自己使用和兼作易货之用。这就涉及到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亚里士多德还是效用

价值论的早期提出者，他强调日常有用的东西胜过不常有用的东西。在《优台谟伦理学》一文中，亚里士

多德对效用的含义做了如下的论述：“每物的效用是它的目的，所以由此可见，效用比品质更好；……效

用有两层含义。因为有些东西在使用之外有某种另外的效用，例如，建筑的效用有房屋，而不是建筑行

为，医生的效用有健康，而不是康复或医治行为；但有些东西的效用就是使用，例如，视力的效用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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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特点及与儒道的关系，可参见马涛：《论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及对儒道的态度》，《河北学刊》2001 年第 1 期。

②叶世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特点》，《财经研究》198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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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小罗伯特·B. 埃克伦德等著：《经济理论和方法史》，杨玉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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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数学知识的效用就是思考。所以必然地，这些东西的效用就是使用它们，使用比品质更有价值。”①

亚里士多德还意识到了稀缺与价值的关系，认为“稀少的东西比丰裕的东西具有更大的好处。这样，黄金

是比铁更好的东西，虽然它的用途较少；它难以得到，因此得到它更有所值”②。对于价值的交换，亚里

士多德之前柏拉图曾涉及到这一问题，提出“不要提高价格而是应索取其所值”③。但对于“索取其所

值”这一等价交换的具体内涵柏拉图没有说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讲到公平这一道德范

畴时明确提出了等价值交换的原则，即两物交换，交易必得其平。在《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又提出这一

等价交换的内涵就是交换的双方都没有盈余或损失。他认为一个人的制作品可以比另一个人的制作品更

好。两者要实现交换，就应该使这些东西相互对等。没有等同性，就没有交换。这种交换的同一性标准是

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是交换双方彼此的需要以及同类或相等：“如若人们什么也不需要，或者没有同一

的需要，也就没有交换或同一的交换。”④也就是说，交换的原则应以事物的等价平等为基础。价值是用

价格来衡量的，价格不论是超过物品的价值还是相反都不符合等价平等的公平原则。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

提出的交换需要寻找不均等事物之间的合适比例，如先考虑不同生产者如营造师和鞋匠间各得其利的公正

问题，再考虑若干双鞋子交换若干房屋的问题，使当事人利益大致相等，这样既考虑了公正，又考虑了价

格，这些观点构成了中世纪有着巨大影响的“公平价格”的理论基础。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对世俗利益的

追求取代了中世纪对上帝奉献和对来世的寄托，人们对财富的思考以及对财富的追求直接催生了资本主义

的发展和重商主义、重农学派乃至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的诞生。在斯密看来，Economy 就是追求财富的

活动，Economy 就是研究什么是财富、怎样才能获得财富的科学。

五、伦理文化与宗教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强调“天人合一”。按照这一理论思维，人与自然、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

人与万物彼此相连，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一切学问的最高意境就在于“究天人之际”，求“万物并育而不

相害”（《中庸》）的“道”。《易经·系辞下》强调：“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

之”，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在于要观察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则，并使这种规则成为人们道德行为的规范，使

得人与天地“道并行而不相悖”。《诗经·蒸民》中也强调“天圣烝民，有物有则”，强调人、物为天地

所生，要与天地合一，按照天地的法则去立身行事。依天人合一论，天人贯通，人道衍于天道，人性的道

德礼义来自天道，人按道德礼仪行事，就可以与天地相合，“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

 （《中庸》）。天人合一的理论思维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天人非异，性道合一，如此一来，传统

儒家所提倡的礼仪道德就具有了一种宇宙本体论的依据。

天人合一的理论思维使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具有浓厚的伦理属性。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产生于一个以小农

经济和宗法关系为基础的大一统的国家内，儒家思想因适应了这一宗法制社会基础的需要从而成为中国传

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推崇。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成为

治理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把经济活动从属于政治秩序和伦理规范的思想得到强

化。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最终的价值取向不是指向人的欲望、需要，而是治国平天下的社会道德秩序。中

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对一项经济政策和经济观念的评价，往往不是从其可行性的技术分析出发，而是强调要

以道德价值的评价出发去研究经济问题。儒家认为义与利相比较而言是义重于利，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

益。强调“以义统利”“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用孟子的话说就是：“非其义也，非其道也，

一介不以予人，一介不予取人。”（《孟子·万章上》）汉以后的儒者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这些义利观念，

如董仲舒明确提出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在这一意识形态的

影响下，人们往往把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经济活动的“利”与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义”结合起来，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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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物质财富及人们为追求物质财富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与伦理规范统一起来，用“义”规范对“利”的追

求，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贵义贱利”说。“贵义贱利”不是不要利，而是强调要用义来统

利，把人们对私利的追求规范在合乎社会道德规范的范围之内。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一切经济政策和

制度设计，也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如安插流民、募民屯耕、体恤民众生计、爱民如子等等，都是因为人皆

有不忍人之心，仁者爱人之政；主张抑末、困辱私商、严禁奢侈品生产和消费等等，也是出于担心破坏社

会纯朴、敦厚的道德风气的考虑；财富分配观上提倡均平、抑兼并等，也是因担心财富收入差距过大，人

心失衡，会破坏了社会的政治道德秩序。从西周的井田制到孟子提出的“制民之产”，主张先要保证人民

的物质生活，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后就要施之于“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孟子·梁惠王上》），明显是把经济制度的设计与推进礼仪道德的建设相结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

所提倡的“不违农时”“薄赋敛”“抑兼并”和“募民屯耕”等经济政策也都是为了体现“仁者爱人”的

道德原则。所谓“重本抑末”“黜奢尚朴”，其中也都有维持社会风气纯朴道德规范的考虑。

西方则呈现为另一种状况。古希腊人对城邦神的信仰几乎达到了痴迷的地步，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更是

占据了社会的统治地位，这导致西方传统的经济思想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属性。古希腊人的经济思想本身

就是与城邦神话联系在一起的，荷马、赫西俄德都把城邦神视为人的社会规范的终极来源，违反了神的旨

意是苦难和贫穷的根源。荷马的英雄奥德赛就是因为他的伙伴宰杀了宙斯的牛被神惩罚使得大量的财富沉

入海底，赫西俄德将经济匮乏的原因除归结为神的惩罚外，还归结为人德行的堕落，提出正义是人类的美

德，合乎正义者理应得到荣华富贵。为了摆脱贫困，荷马祈求于神的帮助。古希腊的思想家不论是色诺

芬、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也是都从神的旨意出发讨论社会的职业分工问题，强调自由人的人生目的是培

养神所赋予的善德与追求正义。他们都强调追求财富要合乎公正原则，这一公正的原则就源于神。在《理

想国》中，柏拉图明确指出，众人都是神创造的，“彼此都是兄弟”。①柏拉图对神是歌颂的，“在一切

创造出来的东西中，世界是最美好的，而在一切原因中，神是最好的。”②以至于西方学者认为“自几个

世纪后开始的统治西方的基督教神学，内在本质不过是柏拉图清教理论的延伸罢了。”③马克思也持相同

的看法：“说基督教里有柏拉图的成分比说柏拉图那里有基督教的成分要正确得多，更何况古代的教父如

奥利金和伊里奈乌斯，在历史上部分地是以柏拉图哲学为根据的。”④古希腊罗马晚期和中世纪时期，基

督教教父思想家奥古斯丁明确宣称财富是上帝的礼物，是一种善。中世纪时代的经济思想则具有基督教神

学的特点，如阿奎那的整个学说可以说是披着宗教神学的外衣来为维护僧侣和世俗封建主的利益辩护的，

其经济思想代表了西欧封建兴盛时期正统教会的封建主观念和利益。阿奎那的财富观对之后的路德宗教改

革产生有重要的影响，并为路德创造的新教继承，为世俗的牟利活动打开了一扇大门。路德主张要用“基

督的爱”以及人的“理性良心”来指导经济活动，强调作为基督徒应乐于助人，商人的利润应该合理，主

张唯有劳动才是获利的正当手段。加尔文的新教教义在继承路德的“因信称义”理论的基础上又复活了奥

古斯丁的预定论学说。加尔文认为，基督受死以行救赎只为上帝预先拣选的人，个人的命运已预先决定，

教会、教皇、教规、圣事等等都无法改变。一个人要想获得拯救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奋斗。但如何才能知

道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只有依靠客观的效果来加以证实，这种客观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天职观，一是

禁欲观。加尔文认为，一个被上帝拣选的人其内心必定充满了对上帝的信仰，他在日常工作中也必定表现

出勤奋节俭的美德。新教徒努力工作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拯救，也是为了荣耀上帝，他称之为“天职”

观。人类的活动、人类的职业之所以是神圣的就在于是响应了上帝的召唤，上帝召唤即“天职”。从这一

天职观的观点看，衡量一个选民是否得救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其世俗的职业是否成功，是否在世俗职业

的成功中荣耀了上帝。在这里，加尔文强调人的生命历程，就是响应上帝的召唤的过程，一个人尽天职，

就是对神的召唤的回答。神的召唤是选民的标志，为了证明自己是选民，每个信徒都应该有信心，有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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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去通过天职，通过争取和利用上帝给予的每一次获利机会，以世俗事业的成功来荣耀上帝并证明自己

是上帝的选民。如此一来，加尔文一方面论证了世俗工作的神圣性，一方面也承认了经济生活变化的现

实。从“天职”观中不仅产生了为了上帝的荣耀而非自身利益的个人奋斗精神，还形成了一种有意义的禁

欲主义。从这一“禁欲观”的观点看，人要想成为选民，就必须摆脱各种非理性的感官冲动，去过一种简

朴的理性生活，并且在生活中要严于律己和深刻反省，反对浪费和奢化。这一禁欲观有助于完成资本的积

累。“天职观”和“禁欲观”在经济思想上的重大意义在于把世俗的东西神圣化了，把人们的世俗生活和

赚钱神圣化了，它从神学上证明了世俗经营事业的合理性。马克斯·韦伯正是从这里发现了“资本主义精

神”起源，认为新教伦理既是一种荣耀上帝的天职观念，又是一种理性而有系统地追求利润的态度，是推

动理性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有力的精神杠杆。

六、历史成因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中西方传统经济思想的不同特点根源于中西方文明起源时所面临的地理环境

与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中西方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在其初始阶段就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这对东

西方的经济生活方式产生有重要的影响，也决定了东西方文明的基调。古希腊临海和多山，在这不大地区

中，群山及孤岛把希腊半岛分成若干小块的土地，找不到类似东方大河流那样的沃野，农业不可能像古代

中国那样发达。每一地区很容易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生活环境，不少地区彼此闭塞。小亚西亚半岛西岸和

爱琴海各岛的情况与希腊半岛基本相同。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要想建立领土广大的帝国是不可能的，与这

一地理环境相适宜的只能是城邦式的小国。由于多山，夏季少雨，可耕地面积受到很大限制，因此粮食往

往不能自足，必然要从黑海沿岸和埃及等地输入。强调对外的贸易和交流，也就造成了古希腊商业文明的

繁荣。经过梭伦改革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工商业城邦。古代的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

流域，黄河流域的农耕经济孕育出的是农耕文明。黄河文明的水利灌溉和控制洪水的需要极易产生威权式

的领袖人物，如中华民族的治水英雄大禹，能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说明他已能够有效协调各部落的统一

治水行动，完成了相关流域的统一，成了治水中的权威人物。在治水行动中，中央集权体制逐步取代分散

的氏族部落体制已成历史的必然趋势。中原地区平原广大开阔，军事征服相对容易，也导致了酋邦部落的

兴起。当酋邦部落转向国家后，便在政体上发展出人类最早的集权主义的政治模式。华夏政治与古希腊相

比的重要不同之处就在于政治权威的树立和不断强化。

马克思也注意到了东西方地理环境对东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他把东方的社会政治形态概括为是

 “亚细亚”形态来与西方的社会形态相比较。他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历史中一个特殊的生产方式，

具体特征表现为：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下，国家的产生与西方有所不同，国家并非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

物，而是作为一个管理者顺应社会需要所诞生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东方国家普遍具有专制主义特

色。他说：“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

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①恩格斯在谈

到东方专制职能时也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

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中间每一个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

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的经营者。在那里，如果没有灌溉，农业是不可能进行的。”②治水促成了强大的中

央集权政府的出现，以集权君主为代表的政治权威享有极大的权力。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中开

始突破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但中央集权的政治传统却保留了下来。王亚南在论述这一影响时指出：“我国

的地主经济封建制，在政治上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在经济上表现为土地得在一定限度内自由买

卖，直接生产者−农奴得在一定限度内自由移动，但农工结合的村庄组织和族姓关系仍成为经济的社会

基础。这些形式和构成因素，不显然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诸特征保持有一定程度的关联么？……秦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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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法律的改制，是在商鞅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性质的政治经济的‘革新’，显然是

由君主及其官僚，为了扩大领土巩固政权而结合当时实际情况创制出来的，专制主义就是他们的‘生命’。”①

顾准曾比较古希腊与中国先秦的社会制度传统，发现中国先秦时期走的是一条东方专制主义的道路，古希

腊走的是一条城邦民主化的道路，两者的治理方式完全不同。人类发展的两条道路从公元前 6、7 世纪的文

明起源阶段就开始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中西方传统经济思想的特点的不同，就是历史上社会经济结构

不同的反映。②

七、结 论

总之，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中西方经济思想都与自身社会文化高度契合，逐渐内化成为各自民

族的“文化基因”，对两者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理解中西方经济思想特点的不同与成

因，对于我们理清经济思想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关联，加深对中西方不同社会体制、经济形态与发展道

路差异的认识有重要意义。总体而言，中西方传统经济思想的不同表现在四个方面：在研究本位上，中国

传统经济思想强调国家本位，西方传统经济思想强调家庭本位；在研究重点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强调抑

兼并，西方传统经济思想强调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在研究内容上，中国传统思想集中于经济的国家统制，

并以国家干预思潮占主导，西方传统经济思想则关注什么是财富以及怎样去获取财富；在文化属性上，中

国传统经济思想具有十分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西方传统经济思想则多带有宗教文化的色彩。这些鲜明的

差异深深根植于中西方文明起源时所面临的不同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形态之中，中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带来了农业经济的高度发达，希腊贫瘠的土地则迫使城邦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又进一

步导致了思想与制度的不同。因而，中西方传统经济思想的差异从本质来说体现了不同地理环境下演化形

成的两种不同类型社会经济形态间的差异。

〔本文为国家社科科基金规划项目：“中西方中世纪经济思想特点比较研究”（15BJL064）的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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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form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economic  thought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Specifically,  Chinese  inl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economy  form  of  agriculture  civilization  makes  that  the  aim  of

Chinese ancient economic thought is to guarantee the country peace and tranquilit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is  the  product  of  unified  political  power  and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It  lays  stress  on  State

Standard  and  curbing  land  annexation.  State  interventionism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economic  policy.

Besides,  it  has strong ethical and cultural attributes.  While it  is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business

civilization  that  makes  ancient  Greece  a  decentralized  city-state  system  society.  The  characteristic  of  its

economic thought is to emphasize manor standard. The economic thought, with strong religious and cultural

attributes,  focus  on  how  to  maintain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nd  regards  the  division  of  labor,

exchange and value realization as the core. Thes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exert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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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中西方传统经济思想特点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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